
地方人才培养与社会重建
———民国乡村建设研究中长期轻忽的一个问题

宣朝庆

摘　要　以往关于民国乡村建设的研究基本忽视了农村人才培养的议题，这主要是由研究者

忽视了农村社会生存环境变迁与人才培养之间的关系造成的。具备现代科技知识的地方人才是联

系村庄与外部世界的中介，晏阳初领导的乡村建设实验探索了培养农村新型人才的教育体系，为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国家的新农村建设积累了经验，值得当代新农村建设重视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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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村社会的转型与重建已经持续了一个多

世纪，无论是政治上的“革命”与“改良”，经济上的

“工业化”和“以农立国”，还是文化上的“全盘西化”

与“文化本位”之争，左冲右突之中总是关涉到社会

的走向；而不同历史时期关于“农村破产”、“乡村建

设”、“新农村建设”等讨论也莫不延续着相同的主

题。近三十年来，学界从研究梁漱溟、晏阳初等乡村

建设运动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开始，逐步在乡

村建设的性质、历史地位、具体实践模式及对社会变

迁的影响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研究①。民国时期乡

村建设在调查乡村社会情状，改良乡村生活，推广民

众教育，鼓吹村治，改革县政，改进农业和农村生活

等方面，积累了不少新农村建设的经验。但是，对于

该运动中的另一个重要经验，以农村青年为对象，培

养地方人才，打造农村组织、科技、文化干部队伍，推

动农村社会重建的创举，却在有意无意间被忽视了。

出现这一倾向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研究者对中国农

村社会及其变迁缺乏系统认识和宏观把握，以至于

无法断定该经验内含的特殊意义和时代主题，仅简

单地视之为一种人才培养的技术、乡村建设的组织

手段。为此，本文从农村社会变迁的脉络出发，考察

了近代以来地方人才在农村社会的稀缺性，进而以

晏阳初领导的定县实验为个案，“深描”地方人才培

养的理念和制度创设。

一、地方人才：农村重建
的基础与希望

　　 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模式，正如费孝通在《乡

土中国与乡土重建》中所描述的，乡村是一个依靠长

老（绅士）和传统来维持秩序的封闭、独立、地域性的

社会，横暴权力受到儒家思想和土地利用边际的限

制，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只铺设到县衙门，政府治理

习惯于“无为而治”，乡村得以自立和“自治”。在这

种情况下，主要是乡村的土地与人口的搭配，结构性

２３１ 　天津社会科学　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① 何建华、于建嵘：《近二十年来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研究综述》，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地制约着地域社会的繁荣与否。近代以来，随着中

国从中央王国向世界体系成员的转型，农村社会的

地域性、封闭式生存格局逐步破坏，不但被强行纳入

世界生产分工体系，而且还要接受现代国家高度集

权的制度与规则，在内外双重作用下农村社会失去

了“天高皇帝远”的优越性，生存环境极端恶化，随之

而来的乡村手工业崩溃、劳动力外流、金融短缺导致

了农村经济萧条和社会解体。为了挽救农村，曾有

学者寄希望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自然产生

“城市救济农村”的连带效应，但是半封建半殖民地

社会的旧城镇和新兴城市却有着天然的离农倾向。

旧城镇是政治的堡垒而非工业的中心，它与乡村没

有经济上互助的纽带。在通商口岸发轫的新型工商

城市在生产、生活方面严重依赖海外市场，非但没有

给本国农产品提供市场，还挤垮了农村手工业①。

面对农村社会生存环境的危机，国人在宏观上

曾提出几种思路：一是通过革命的手段，以政权为杠

杆，改变农村受制于西方资本主义环境的态势，获得

独立生存的机会；二是技术追赶，通过引进新型社会

组织和先进科学技术，改进农村的社会组织和生产

力；三是进行土地制度改革，以生产关系变革谋求生

产力的提高。这些思路是农村社会在内外压力下的

自然反应。在１９２０～１９３０年代，国人就这些思路的

可行性展开了各种各样的实验和探索，以晏阳初、梁

漱溟为代表的中国乡村建设派是技术追赶派的代

表。他们的乡村建设就是要帮助农民从传统封闭

的、以村庄为基础的谋生型生活，转向积极参与外部

的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达致改善生活质

量的目标。在工业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全球发展

的大背景下，这既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也是重要的变

革机遇。

在外部压力下，一个系统通过改变组织形态重

新确定发展走向，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就一个

社会系统而言，这种需求的实现却是有条件的，其中

最重要的是它能够生产出各类人才，以便在多种发

展路向中做出选择、应对挑战。传统农村向现代农

村转变，需要的是与现代经济、政治、社会制度打交

道的外向型人才。相比较而言，传统农村社会的领

袖人物及人才大多来自士绅地主阶级，由他们作为

中间人与村庄以外的世界打交道，但这个游离于生

产组织之外的阶级近代以来已经丧失了领导农村社

会的活力。正如陶希圣所观察到的，“自帝国主义势

力侵入中国以后，这个身分阶级已陷于破坏及紊乱

时期”，“一部分依附帝国主义及军阀以图存，一部分

却沦入痛苦民众之中，失业失学，渐消失其士大夫阶

级的特性”②。在结构性社会流动中，除了为数不多

的优秀分子依靠西式教育体制进入城市，移向教育、

文化、法政、行政、实业等界别，大部分则或充当兵

勇，流入会党，或沦为“孔乙己”一样的失业者③。农

村中失业失学的“孔乙己”们既然都成了苦力们取笑

的对象，哪里还能担当起领导农村的责任？此后，随

着保甲制度的推行，农村精英阶层趋向流氓化，土豪

劣绅担任村长、保长，根本不可能领导农村社区

转型。

人才缺失已经成为农村社会建设最大的障碍。

因此，李景汉在定县社会调查后疾呼：“乡间人民知

识简单，非有才德兼全的好人作为他们的领袖，不能

举办什么规模较大的事业。可是显然的理由，有才

干的人大半不肯到乡间服务，而农村中优秀分子又

都往城市跑。这与改进农村事业大有关系。如何培

养乡村领袖，及留住乡村原有的人材，且使有用的人

愿来乡间做事，是眼下极须注意研究的问题。”④对

于乡土中国而言，社会转型造成了大批地方人才的

流失，在其需要现代化的时候却没有为它的更生、重

建准备好人力基础。这一严重的问题和土地制度、

外部环境等结构性条件一同造成了农村在１９２０～

１９４０年代的重重危机。此时，乡村建设专家、社会

学家杨开道前瞻性地指出：“中国农村假使没有一班

平民的领袖，‘到田间去’实际工作一番，恐怕二十年

以后，四十年以后还是不会翻身的。农村领袖的地

位，是何等重要；农村领袖的需要，是何等切迫。”⑤

为了应对激烈变化的外部环境，乡村社会必须走出

一条地方人才培养之路。自此，改革教育体制，为农

村建设培养人才的呼声日益高涨。晏阳初等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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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建设实践，在这个方面进行了长达二十余年的

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二、超越士绅：为地方
培养本地平民人才

　　 晏阳初的人才培养计划是在“中华平民教育促

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从乡村平民教育转轨为

乡村建设实验后开始的。当时，各种社团组织风起

云涌，除经济合作组织外，息讼会、戒赌会、互助会、

妇女会等群众团体逐步取代庙会、鼓会、香会等旧式

的农村组织，成为农民参与社区管理、接触外部世界

的重要媒介。新型社团的发展需要大批人才，以负

起组织、领导、协调的责任，而传统士绅为了保持身

份和格调，宁愿在旧式组织中担当领袖，也不愿直接

参与新型社团的运作，能提供场地、经费等方面的支

持已经算是高风亮节了，更多的则是挑剔、阻碍新型

社团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合作项目都以平

民学校毕业同学会为骨干力量。由于仅受过平民教

育的简单培训，同学会成员在实际工作中普遍存在

办事能力不高、工作作风粗暴等问题，以至于被某些

对乡村建设实验抱有意见的人士批评为：“同学会良

莠不齐，大部分无业流氓（因为有业者无暇与平教会

去周旋），而所受的教育，又系浮的，夸张的，其习性

遂变作骄傲放纵的气象……于是同学会干涉村政、

争权夺利，恶劣分子则乘机肆虐，鱼肉乡里”①。显

然，干部素质不高已经造成了定县民众对乡村建设

运动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赞成乡村建设的人士

提议，这些青年有较强的组织性和活动能力，具有奉

献、牺牲精神，应该注意在教育、政治、经济上给他们

出路②。考虑到人才素质已成为影响乡村建设实验

的重大问题，晏阳初、傅葆琛等人决定探索人才培养

体系，培养新型农村社区人才，解决干部素质问题。

乡村建设者们认为，历史上农村人才队伍主要

出自绅士地主阶层，乡村建设的人才队伍培养则必

须以平民青年为基干。晏阳初指出，“农村中的青年

农民即是推动乡村工作的中心力量”③，农村建设要

成功，必须寄希望于培养农村青年，“今日农村运动

的主要目标，要特别注重在农村的青年男女”④。为

了适应乡村建设的新要求，对这些青年要实行新式

教育。经过培养，这些青年才俊应该具备三方面的

素质，“一是要有专门学识，二是要有创造能力，三是

要有应世手腕”⑤。“应世”其实是开放时代的村庄

所需人才的基本要求，既表现在人际交往中熟悉社

交规则和社会规范，也表现在知识体系和观察问题、

分析问题的视角上。

在这种理念指导下，定县不仅设立高级平民学

校，以业余短期培训的方式培养乡村建设人才，还放

远眼光，探索现代高等教育体制在培养农村人才方

面的创新。利用大学培养农村人才，这一主张刚刚

提出就受到广泛的质疑。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大

学生作为精英人才，总量不过三万余人，大多数学生

修文、法、理、医、工科，农科人数极少，他们毕业后大

多希望留在城市工作；即便少量农科学生回到农村，

也缺乏实践动手能力，缺少深入乡村普及农业科学

的素养和精神。但是，晏阳初则指出：“农村运动是

伟大的，必须以大学作基础，方能稳固。……有了大

学源源不绝的培养农建人材，这运动才会发扬广

大。”⑥时任“平教总会”乡村教育部主任的傅葆琛也

乐观地认为，这种担心完全没有必要，利用大学教育

体系培养农村人才具有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那些

出身乡村的学生，由于家族及乡里观念的关系，有回

到乡村工作，报效家乡的梦想。大学可适应这个需

求，给予适当训练，使他们胜任乡村社会改革事业。

他还呼吁教育界注意，在急需的农村人才中，有一部

分必须具有大学文化程度，这包括教育人才、社会服

务人才、体育及卫生人才、农业技术人才等。为此，

大学教育要改变近代以来大学设在城市，不利于学

生认识农村、献身农村的状况，靠近农村配置资源，

把培养农村专门人才的学校设在农村，还应该适应

要求，添设各种乡村科目，建立起适合乡村建设的大

学课程体系。

傅葆琛详细规划了十二类主要科目，包括（１）乡

村教育科目：乡村教育概论、乡村学校行政、乡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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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辅导、乡村小学课程、乡村小学管理、乡村小学各

科教学法、乡村教师及其工作、乡村学校调查、乡村

民众教育实施法；（２）乡村社会学科目：乡村社会学

概论、乡村社会组织、乡村家庭问题、乡村社会心理

学、乡村社会调查、乡村娱乐问题；（３）乡村文学科

目：乡村文学史、乡村诗歌、农谚农谣、农民应用文

件；（４）乡村史地科目：乡村文化史、农业史、乡村名

人传记、农业地理；（５）乡村政治经济科目：乡村公民

学、村治学、乡村经济学；（６）乡村数学科目：乡村簿

记学、农田测量学；（７）乡村理化科目：农业化学、乡

村食物及养料的分析、乡村实用物理学；（８）乡村体

育及卫生科目：乡村公众卫生学、乡村家庭卫生学、

乡村家庭看护学、乡民健身法、乡村儿童游戏、乡村

童子军之组织；（９）乡村生物科目：农村自然研究、有

毒植物研究、益鸟害鸟研究、农村动物学、农业昆虫

学；（１０）乡村工程科目：农村道路、农田水利学、农田

机械学、乡村建筑学；（１１）乡村家政科目：乡村家庭

管理、乡村家庭烹饪、乡村婴儿养育、乡村家庭工艺；

（１２）农业科目：农业概论、农场管理、作物学、土壤

学、肥料学、园艺学、森林学、畜产学、家禽学、气象

学、兽医学、养蜂学、养蚕学、农作物病害学、农产制

造学、合作组织等①。这十二类科目代表着农村前

所未闻的知识体系，大致反映了工业化时代农村社

会的需要，不仅与当时流行的都市导向的学校教育

大相径庭，更与经史子集的教育传统相揖别。

三、创新培养体系：从高级实验
平民学校到私立乡村建设学院

　　 从１９２０～１９４０年代，平教会的乡村建设事业

持续了约二十年，在河北定县、湖南衡山、广西、江

西、四川等地设立实验基地时，均配套相关教育设

施，实施农村人才培养方案，摸索出了一套教育培训

体系。其中，如下几方面较有代表性：

１．开办高级实验平民学校。

农村人才培养计划是从很低级的水平开始的，

最初的工作由定县高级实验平民学校承担。高级实

验平民学校的目标是培养执行建设计划的村长、同

学会会长，学员主要来自初级平民学校已经毕业的

学生和同学会的干部。课程分为社会和政治（讲中

国政体）、经济学（合作社）、农学和农村卫生学四种，

对农村所需知识体系进行了初步的探索。高级实验

平民学校的教学周期是四个月，每日授课两小时。

据统计，１９３３年定县设有高级实验平民学校４０所

４３个班（男生４０个班，女生３个班），男生２４０６人，

女生１６３人②。

２．开办湖南国立衡山乡村师范学校。

乡村师范教育是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家为了改造

乡村教育和乡村社会而进行的一场教育实验，在学

生培养方面注重农村社会的适应性，希望能够以乡

村教师和乡村学校为中心完成农村社会重建。陶行

知领导下的晓庄师范学校是著名的典范。晏阳初也

希望能够以此来培养农村社会建设所需人才，１９３６

年在湖南衡山实验县开办省立衡山乡村师范学校。

该校的基本目标是培训相当数量的乡村教师人才，

兼备教育者和社会建设辅导者的才能，协助地方政

府，或领导人民，办理关于调查、自卫、改良农业、促

进自治等事业③。

该学校的课程设置与衡山实验县计划中的乡村

工作密切配合，包括社会调查、军事教育、民众教育、

小学教育、农业教育、乡村建设六大中心学程，每一

学程占时一个学期，共三年修完。在教学方法上注

重课堂学习与实习相结合，学生在第二学期即到本

县乡村改造示范区工作，第二学年到全县去实习。

该校在三年发展中培养学生约四百人。

３．创建私立乡村建设学院。

平教会为了培养农村建设干部人才，极希望得

到大学的智力支持，在创办私立乡村建设学院之前，

曾寻求与大学合作培养乡建人才。当然，这项合作

还有一个目的是要改变大学教育不重视农村问题的

倾向，培养大学生下乡服务的能力和兴趣④。１９３６

年４月，平教会与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协

和医学院共同创建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根据合作

协议，相关高校以定县实验区为乡村建设工作的实

验室，派遣学者参加定县工作，有关学系三四年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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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必须在定县工作若干时间才可完成学业。这一举

措使乡村建设极缺人才问题得以暂时解决①。

此外，晏阳初等人还计划创办一所农村建设育

才院②，这是乡村建设运动与大学教育体制的进一

步结合，以正规的大学研究生教育培养农村建设高

级人才。在创校之初，湖南省政府和中央政府每年

各补助经费５万元③。１９３６年农村建设育才院在河

北定县开学，翌年三月各所研习生南下湖南衡山实

习。不幸，河北受到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育才院未

能继续办理。

抗日战争爆发后，平教总会移至湘赣川三省进

行乡村建设。“工作愈发展，人才愈感缺乏，‘总会’

高级人员奔走各地，时有照顾难周之苦；中级初级人

员需要多且急迫，却无法觅得”④。１９４０年，晏阳初

创办乡村建设育才院，作为培养乡村改造人才的高

等学府。学校设有农村教育、农业教育二科，招生对

象是高中或高级师范学校、高级农业学校毕业并有

一两年工作经验者。两年后，增设水利工程系、社会

行政系（社会福利），扩大招生规模。１９４５年８月更

名为“私立乡村建设学院”，进一步增设公共卫生系、

地方政府系。

由于学院在教学原则与方针、教学管理等方面

紧贴农村社会建设，与当时的大学教育体系判然两

分，因此，当时的教育部只好允许其自订课程标准，

实行本土化教学。学校为了提高学生的社会实践能

力，规定三年级学生必须在教授指导下参加实际工

作。此外，学生在暑假由学校按计划分派到农村参

加乡村工作。从１９４７年秋季始，学院进一步把实习

划分为平时实习与集中实习两种，推行“即讲、即学、

即习、即能”的教育模式，学生要按月和学期提交书

面的实习报告⑤。通过多年努力，这所中国近代史

上罕见的新农村建设学院不仅把学校建设在农村，

而且把知识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的原野上。

４．创办华西大学乡村建设系。

１９３９年傅葆琛出任华西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

长，创立乡村教育系，后更名为乡村建设系。该系设

立的目的是储备乡建人才，研究乡建学术，实验乡建

方法，提倡乡建事业，编刊乡建读物，提供乡建成功

经验。该系在学生培养上实行辅修制度，学生必须

另选一个与乡建有密切关系的辅系学习，以培养学

生既通晓乡建理论，又可从事一种专门的工作。除

课堂学习之外，学生要在各科教授指导下实习⑥。

有人这样评价该系：“华大乡建系在今日中国乃

至世界各大学中最为特殊，即在中国与世界大学历

史上亦无设置此系之前例。这一世界所无、历史未

有、听起来非常陌生的华大乡建系，实具有充分的创

造性。”“华大乡建系有一贯的理论与作风，将以弥补

四五十年来大学教育彷徨无主之缺憾，实为今后大

学教育开出一光辉灿烂之远景，它将使建设与教育

合二为一，它将使乡村建设作为大学教育的广泛的

内容，它将使大学生的研究实验工作与新中国的建

设工作密切扣合起来，以求得社会的改造，文化的

复兴。”⑦

四、比较与讨论：乡村建
设经验的普适性及意义

　　 由短期培训、乡村师范教育、乡村建设专科学

院到大学乡村建设系的设立，晏阳初等人经过十多

年的努力，孜孜以求地探索完善农村人才培养体系，

以期有效解决当时“知识分子下乡难”、农村人才匮

乏的问题。虽然受到战乱、政局等外在干扰，但他们

仍然取得了部分成绩，培养出一支具备现代农业科

技知识，了解农民和农村基本问题，懂得使用现代民

主议事程序的人才队伍，为当今的新农村建设留下

了初始的、可贵的经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人

才培养体系不是封闭的，在现代教育体系之外自创

一套，而是开放的，甚至相当依赖现代教育事业的发

展，创新性地运用现代教育方式，把农村人才培养与

现代教育体制巧妙地结合起来。这是当今有志于农

村人才培养者所不可忽视的。

这种历史经验自１９５０年代后获得了国际认同

或仿效。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晏阳初因政见不合，到

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推广他的农村社会改造经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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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际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后改称晏氏乡村改造

促进会），并在菲律宾成立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培养

当地农村人才，开展乡村建设，使晏氏特色的乡村建

设在国际上大放异彩。不过，时过境迁，完整的农村

人才培养体系始终无法恢复。

近年来，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展开，韩国的新

村运动引起了我国学界的注意。新村运动是发展中

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应对农村破产的范例。据笔者

实地考察与研究，该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晏阳

初定县乡村建设的经验。与定县实验不同的是，新

村运动是政府推动的国家行动。运动之初，韩国政

府并没有认识到培养农村人才的重要性，而是着眼

于为农村公共事业建设提供物质帮助，结果没有达

到预期效果。为此，韩国政府改进新农村建设方案，

投入巨大的资金和人员，成立新村指导者研修院，培

训新村指导者①。新村指导者培训计划把新型知识

体系灌输给农村青年，增强了他们适应工业化社会、

市场经济的能力，也使政府的资金投入发挥了最大

效益，有效保障了政府支援开发项目的实施②。但

是，与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相比，韩国只重视农村青年

的短期培养，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干部教育培养体系，

因此难以为农村社区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储备。随

着韩国经济的起飞，农村人才还是随着大学教育的

普及而大量流向城市，后来农村建设效果不佳，与人

才匮乏有着相当大的关系。

从发展阶段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范

围内的新农村建设运动经由社会的自发运动而成为

政府主导的社会行动。韩国、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同

属于这一阶段。与这种趋势相适应，农村人才队伍

的使命发生了质的变化。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组织领

导力量，他们不只是农村与外界接触的中介，也是政

府新农村建设政策的执行者、建设项目的组织管理

者。要适应这一形势，农村人才必须加快知识更新，

掌握社会政经情势、国家政策、科技文化知识，具备

民主意识，提高议事办事能力。但是，与新的历史任

务相比，当前农村人才队伍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政

府应借鉴中外新农村建设的经验，进一步提高农村

人才培养的自觉意识，把农村人才队伍建设作为一

种公共物品供应，建立健全农村人才培养教育体制，

制订专门计划，做好相关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工作。

在农村人才选拔上，既要利用好大学教育资源，鼓

励、培养大学生村官服务基层，也要抓好农村人才的

培养工作，做到就地取材，使当地人才更好地为当地

社会服务，扎实有效地推进社会建设。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的社

会建设思想研究”（项目号：０８ＢＳＨ００４）暨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重大攻关项目“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百年）

史”（项目号：１０＆ＺＤ０７６）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宣朝庆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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